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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义】盐度是海水的核心物理参数之一。海水盐度的变化会导致海水密度、溶解氧含量、饱和

蒸气压、渗透压等参数发生相应改变，进而对生态系统多样性、海洋环流等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古盐度重

建具有重要的地质环境和生命演化意义。【进展】以盐度定义及表示方法的发展历程入手、介绍了盐度的地

质环境—生命演化意义，重点综述了当前不同盐度指标的建立过程，并评价了不同盐度指标的适用性。【结

论与展望】当前的古盐度指标大多是间接指标，受除盐度以外很多其他参数（比如生长速率、温度、光照

强度、物种差异）的影响；此外判断盐度环境的经验阈值存在地区差异性，并且其准确性还受统计数据量

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认为当前的古盐度指标虽然有助于定性判断地质样品的沉积环境，但是难以定量地

给出具体盐度值。同时，提出无机碳酸盐岩结合态 Na、Cl具有较大潜力，有可能作为定量重建古盐度的直

接指标，从而促进我们对沉积环境的判断以及古海水盐度演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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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水中含有许多溶解盐，其中阳离子主要包括 Na+、Mg2+、Ca2+、K+，阴离子以 Cl-和

SO42-为主，溶解盐的总含量代表了海水的盐度。现代全球海水的平均盐度大致是 35‰，由

于蒸发作用、降水作用、河流输入、地下水径流以及海冰的形成和融化均会影响海水盐度[1-2]，

因此不同海域的盐度会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性[3-4]。此外，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导致

大气 CO2浓度上升至约 420 ppm[5]，引发了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全

球水循环加速，因此当前海洋正在呈现“咸变咸、淡变淡、海洋咸淡差异加剧”的空间变化格

局。有研究表明，自 1960年以来海表盐度的差异增加了 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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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水的核心参数，盐度的改变会导致水体密度、溶解氧含量、饱和蒸气压和渗透压

等参数发生变化[8-10]，进一步对温盐环流及全球气候、生态系统多样性、生命演化产生重要

影响[11-13]。此外，盐度作为重要的地质环境参数，重建古盐度对于剖析重大地质事件发生机

制、揭示区域海侵历史、理解海陆相沉积环境及古地理格局演化也具有重要指示意义[14-16]。

例如，Hoffman et al.[17]指出“雪球地球”时期至冰期结束过程中残余海水的盐度可能经历了大

约 8‰的下降；Stevens[18]通过对现代海相生物盐度耐受性的分析，提出盐度下降可能导致了

二叠—三叠生物大灭绝事件的发生；Waddell et al.[19]基于鱼化石的氧同位素研究指出古新世

—始新世极热事件时期海水的盐度显著低于现代海洋，大致为 17‰~24‰。

尽管盐度具有如此重要的气候、环境、生命意义，但是人们对地质历史时期海水盐度长

周期演化的理解仍旧非常有限，已有研究仅能粗略地勾勒海洋盐度的大致演化趋势。

Knauth[11]提出海洋盐度在元古宙至显生宙期间可能经历了显著下降。Railsback et al.[20]认为

现代海水平均盐度值（35‰）反映了冰川储存 4%地表水的全球水平衡状态，在某些无冰的

地质历史时期，海水平均盐度可能降至 34‰，但总体而言显生宙期间海水盐度与现代基本

保持一致。Hay et al.[8]结合沉积记录中不同时代蒸发岩体量的汇编以及地质历史时期蒸发岩

剥蚀通量的估算，重建了显生宙以来海水盐度的演化趋势：从寒武纪晚期至二叠纪轻微增加，

在中生代显著下降，新生代以来先增加后降低。很显然，当前学术界对于古海水盐度的重建

主要局限于定性分析层面，这一现状严重阻碍了对盐度参数在地质环境演变以及生命演化过

程中作用机制的深入认知，因此亟须研发能定量重建古盐度的技术。现代水体的盐度可以通

过电导率的方式直接测量，而重建古海水盐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主要依赖于地球化学指标

的开发。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已有数十种盐度指标被提出，这些盐度指标主要可以划分为以

下 3类：（1）元素丰度及元素比值，主要包括硼元素丰度[21-24]、硼镓比（B/Ga）[25-26]、锶钡

比（Sr/Ba）[26-28]、硫/总有机碳（S/TOC）[26,29-30]、铷钾比（Rb/K）[31-32]、沉积磷酸盐法（Ca/Ca+Fe）

[33]、钠钙比（Na/Ca）[34-35]；（2）同位素比值，主要包括有孔虫氧同位素（δ18Oforaminifer）[36-37]、

页岩硼同位素（δ11Bshale）[38]、长链烯酮氢同位素（δDalkenones）及其与水溶液之间的分馏系数

（αalkenones-H2O）[39-40]；（3）生物标志物，主要包括长链烯酮 C37:4的质量分数（C37:4%）[41-42]、

古菌膜脂的 ACE（archaeol and caldarchaeol ecometric）值[43-46]。这些指标的提出对于重建古

盐度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综述了这些盐度指标的建立背景，对不同盐度指标的适用性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讨论，旨在系统梳理这些指标定量重建古盐度的局限性，并探索可能定量

重建古盐度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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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盐度定义及表示方式

过去的一百多年，盐度的定义和测试方法经历了不断地更新和完善[47-48]。盐度主要有绝

对盐度（Absolute Salinity，SA）、实用盐度（Practical Salinity，Sp）、参考盐度（Reference Salinity，

SR）之分。绝对盐度是指海水中溶解物质的质量与海水总质量比值，单位通常为 g/kg[49]。

由于海水的化学组成十分复杂（图 1），很显然直接测定海水中溶解物质的总量（含盐量）

是非常困难的，后续又衍生出了实用盐度和参考盐度的概念。

图 1 现代海水化学组成

（a）平均盐度；（b）溶解盐元素组成[50]

Fig.1 Schematic of the chemistry of modern seawater

(a) average salinity; (b) elemental composition of dissolved salts[50]

对海水盐度较为系统和科学的研究可追溯至十九世纪初期，基于不同海域海水含盐量的

初步工作，前人提出了海水组成恒定的规律，并指出根据水体某一元素的含量可以计算出海

水总的含盐量[51-53]。Knudsen[54]分析了 9个海水样品（来自波罗的海、大西洋，北海以及红

海）的盐度和氯度。氯度测试采用的是硝酸银滴定法，因此氯度的结果对应了水体中氯、溴、

碘含量的总和。而盐度则是将海水在 480 ℃下蒸干后称重获得。根据盐度和氯度的测试结果，

Knudsen[54]归纳出了通过测试海水氯度进而计算盐度的公式：

S(‰)=0.030+1.805 0Cl (‰) （1）

该公式被使用了 60多年。由于该公式的建立只使用了 9个样品，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同时该公式中 0.030常数项的存在意味着当海水被淡水稀释后，稀释后的水体盐度并不会与

初始海水盐度成比例，这显然不符合逻辑。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在 1962 年重新修订了盐度与氯

度的关系式：

S(‰)=1.806 55C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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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电导率测试技术的发展，Cox et al.[55]在 1个标准大气压、15 ℃的条件

下测试了水体的氯度和电导率，并根据公式（2）将氯度换算成为盐度。同时计算出不同盐

度的水体与盐度为 35‰的标准海水在温度为 15 ℃时的电导率比值（Conductivity Ratios，R15），

最后使用五次多项式拟合出了盐度与电导率比值的关系式：

S(‰) = -0.089 96+28.297 20R15+12.808 32R15
2 -10.678 96R15

3 +5.986 24R15
4 − 1.323 11R15

5 （3）

意识到海水的绝对盐度（SA）难以直接测量后，“海洋学常用表和标准联合专家小组”

（Joint Panel on Oceanographic Tables and Standards，JPOTS）委员会在 1978年提出了实用盐

度（Practical Salinity，Sp）的概念[56-57]。实用盐度（Sp）定义了在 1个标准大气压、15 ℃

的条件下，海水样品与纯 KCl溶液（KCl含量为 32.435 6 g/kg）的电导率比值为 K15，当 K15

等于 1，对应的实用盐度为 35，具体计算公式为：

S=0.008 0-0.169 2K15
1/2+25.385 1K15

2/2+14.094 1K15
3/2-7.026 1K15

4/2+2.708 1K15
5/2 （4）

该计算公式支持了电导率与盐度的相关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实用盐度不再使用“‰”

符号，即实用盐度是同一海水样本在使用绝对盐度尺度报道的盐度值的 1 000倍，实用盐度

值有时会添加 psu或 PSU后缀加以区分。

由于 1978 年提出的实用盐度单位是一个无量纲量，其与国际单位制（Système

International D'unités，SI）的标准不符。并且按照其计算公式，具有相同电导率的水体就会

具有相同的盐度，很显然当溶液中存在类似于 SiO2这种非电解质时会影响该公式的准确性。

为了更好地估计海水样品的绝对盐度（SA），并且将密度属性纳入盐度计算公式，Millero et

al.[47]提出了参考盐度（Reference Salinity，SR）的概念。Millero et al.[47]以北大西洋的浅层海

水的化学组成作为参考组成（Reference Composition），建立了参考盐度（SR）与实用盐度（SP）

的换算关系：

SR=SP×(35.165 04/35) g/kg （5）

对于参考海水样品，参考盐度（SR）近似等于绝对盐度（SA），而与参考海水化学组成存在

差异的海水，则需要引入以下公式进行校正：

SA=SR+δSA （6）

其中，δSA是由于深海中溶解的 CaCO3、SiO2、CO2以及植物氧化产生的营养物质如 NO3-

和 PO43-等溶质增加导致海水盐度增加的结果。通过比较海水样本的实测密度与使用海水状

态方程在相同参考盐度、温度和压力下计算出的密度差异（Δρ），可获得由于溶质改变所影

响的δSA值[48]：

δSA=∆ρ/0.751 79 kg m-3/(g kg-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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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上述盐度计算公式中，通过测试氯含量或电导率计算绝对盐度和实用盐度非

常方便，这两个盐度概念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基于盐度的差异，现代水体可以大致划分为淡水（freshwater）、半咸水（brackish）以

及海水（seawater），但是不同研究中划分阈值存在轻微差异。例如：van Vlaardingen et al.[58]

定义绝对盐度小于 0.5‰为淡水（freshwater），盐度介于 0.5‰和 33‰为半咸水（brackish），

盐度介于 33‰至 48‰为海水（seawater）；而魏巍等[59]将盐度低于 1‰的水体划分为淡水，

盐度介于 1‰~30‰的称为半咸水，盐度在 30‰~38‰之间的称为海水（表 1）。

表 1 水体盐度划分方案[58-59]

Table 1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water body salinity[58-59]

水体类型 盐度区间 1[58] 盐度区间 2[59]

淡水(freshwater) ＜0.5‰ ＜1‰

咸水(brackish) 0.5‰~33‰ 1‰~30‰

海水(seawater) 33‰~48‰ 30‰~38‰

2 盐度的地质环境—生命演化意义

2.1 盐度对于大洋温盐环流以及全球气候的影响

盐度和温度的差异会引发海水密度的变化，进而驱动温盐环流（Thermohaline Circulation，

THC）的形成[60]。在现代海陆地理格局下具体表现为：随着纬度增高，来自于两极海域北

大西洋的深层水（North Atlantic Deep Water，NADW）和南极洲的底层水（Antarctic Bottom

Water，AABW）急剧冷却，密度增加而下沉（图 2）[61]；而对应的表层洋流返回路径包括

南印度洋流入南大西洋以及南太平洋流入南大西洋[62-63]。温盐环流被誉为全球海洋传输带，

能将热量、营养物质长距离传输，因此具有重要的气候环境意义[60, 63-64]。例如，正是由于温

盐环流的存在，来自于赤道的温暖海水可以迁移至北大西洋，源源不断地将热量从低纬度向

高纬度输送，使得西欧的冬天不那么寒冷。而温盐环流受阻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气候危机，例

如在第四纪的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中，全球气温骤然下降，表现为在几十年内北

美年气温降低了 2 ℃~3 ℃，欧洲下降了 2 ℃~6 ℃，其中格陵兰岛降温达到 10 ℃ [65]。许多

研究表明这次气候突变事件是由于淡水输入（冰盖溶解、降雨、降雪）使温盐环流中断或减

弱导致的[13,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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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现代海洋温盐环流示意图（据文献[61]修改）

Fig.2 Schematic of modern ocean thermohaline circulation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61])

2.2 盐度对于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影响

盐度是塑造微生物群落组成与功能的关键环境因素之一。盐度的变化会迫使生物调整以

适应环境，生物会通过一系列生理变化诸如盐溶（salt-in）策略（选择性吸收 K+，排出 Na+）

以及盐析（salt-out）策略（合成或吸收外界转运的相容性溶质）来调整体内外渗透压的动态

平衡，从而抵御环境盐度的胁迫[67-69]。该过程会导致生物的摄食、呼吸代谢、酶活性和激素

水平以及胚胎发育等生理指标产生相应变化[70-72]。根据生物对盐度的耐受能力，可将其划分

为广盐性（euryhaline）生物和狭盐性（stenohaline）生物，广盐性生物能够适应较大幅度的

环境盐度波动，而狭盐性生物仅能存活于相对稳定的、特定区间的盐度环境中。因此，环境

盐度的改变可能会影响生物的生存、繁殖、地理分布，并控制生物群落结构与生态系统多样

性。

河口作为淡水和海洋环境交汇的关键区域，具有明显的盐度梯度，是展示生态系统多样

性随盐度变化的典型范例（图 3）。河口地区生物群落的主要结构特征随盐度变化呈现出不

均匀的模式：（1）同一河口地区，淡水物种的丰度通常低于海相物种；（2）大多数淡水物种

不会渗透到咸水区域，它们主要局限于淡水区域，只有少数种群延伸到中高盐度区域；（3）

虽然海相物种能延伸到低盐度甚至是淡水区域，但与高盐度水域相比其物种多样性相比明显

减少；（4）中—高盐度的河口水域中，海相物种在种群分布中占据主导地位；（5）河口/半

咸水物种在中—高盐度的水域中多样性最高，但也有少量种群能出现在淡水、低盐度、高盐

度甚至超高盐度水域中；（6）河口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在盐度超过大约 40‰时开始下降，大

多数物种在盐度超过 50‰时无法存活；（7）很少有能够在盐度范围为 0~100‰的水域中生存

的全盐性物种[12,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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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河口地区水体盐度与生物物种分布关系图[12]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salin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iological species in estuarine areas[12]

2.3 盐度对于生命演化的影响

实验和热力学计算结果均表明盐度会显著影响水体中的溶解氧含量（图 4）[9-10]，而溶

解氧含量对于海洋后生动物的演化至关重要[76]。寒武纪大爆发（Cambrian Explosion）是指

在距今约 5.6~5.2亿年前相对较短的地质时期发生的复杂生命的突然辐射事件，几乎所有已

知动物门类同时首次出现在化石记录中[77-79]。关于寒武纪大爆发事件的驱动机制一直是研究

的热点，有学者认为该事件可能是海水氧化还原条件变化、海平面上升、钙—磷等元素输入

快速增加等无机过程，与生命进化、遗传基础等有机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80-81]。鉴于海水盐

度的变化主要受控于河流溶解古蒸发岩的输入以及蒸发岩的沉积，Knauth[11]基于对早期地球

盐度的估计，提出前寒武纪大规模蒸发岩的沉积导致海水盐度下降、溶解氧含量升高可能是

驱动寒武纪大爆发的重要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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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温度下盐度对于溶解氧含量的影响[10]（PAL，现代大气压）

Fig.4 Effect of salinity on dissolved oxygen content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10] (PAL, Present Atmosphere)

3 古盐度重建

虽然基于电导率的方法很容易测试出现代河流、海水的盐度，但是重建地质历史时期的

古盐度一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当前古盐度重建指标主要包括以下 3类：元素丰度及

元素比值、同位素比值、生物标志物，这些指标的建立背景和适用性存在显著差异，下文将

分别介绍。

3.1 元素丰度及元素比值

元素丰度及元素比值重建古盐度的基础是根据已知不同沉积环境中不同元素富集程度

的差异，建立盐度与特定元素含量或比值的经验公式，进而用于重建古代沉积物形成时期的

盐度条件。

3.1.1 硼元素丰度

早期的研究发现不同盐度水体中的沉积物硼含量存在较大变化[82]，因此硼元素作为盐

度指标很早就得到了关注。Frederickson et al.[83]收集了不同地区浅水环境的底水样品分别测

试了密度和硼含量，在校正温度的情况下根据密度和盐度曲线获得了水体的盐度，结果表明

从淡水到含盐度为 70‰的水体，硼含量与盐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通过分

析白垩纪 Cardium Formation沉积岩样品中的黏土矿物（伊利石、高岭石、绿泥石）含量与

硼含量的关系，Frederickson et al.[83]进一步指出伊利石含量与沉积物中 B含量存在对应的关

系。随后测试不同地质历史时期已知沉积环境（通过基础沉积地质学分析确定）的沉积岩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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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伊利石矿物的 B含量，发现伊利石 B含量会随着沉积环境从淡水—半咸水—海水—超咸

水（hypersaline）表现出一个增加的趋势，因此 Frederickson et al.[83]提出了伊利石的硼含量

对于盐度具有指示意义，但该研究并未给出具体的划分阈值。鉴于沉积物中全岩硼元素含量

除了受伊利石控制，可能还会受电气石等其他矿物影响，Walker[21]通过不同粒径的提取实验

表明小于 0.5 μm的粒径受其他矿物的影响可能较小。随后Walker[21]提出根据伊利石中的平

均 K2O 含量（8.5%），将测试获得的硼含量（Bt）数据校正出纯伊利石中的“调整硼含量”

（Adjusted Boron，Ba）：

Ba=8.5×Bt/K2O (%) （8）

然而，Walker et al.[22]测试了 17个不同沉积环境（基于先前沉积地质学证据推测）样品

中伊利石的“调整硼含量”，其中部分样品显示淡水伊利石的“调整硼含量”与海相伊利石的

“调整硼含量”相当，这似乎暗示了仅仅通过伊利石的“调整硼含量”确定古盐度环境还存在一

些不确定性。Walker et al.[22]后续对相似盐度环境下形成的沉积物的伊利石“调整硼含量”进

行分析，发现其与 K2O含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提出单纯依靠“调整硼含量”判断盐度值

的方法不够准确，指出“调整硼含量”与 K2O含量拟合线的斜率和位置才代表了盐度。为了

在同等条件下进行比较并校正具有不同 K2O含量的沉积物的“调整硼含量”数据，Walker et

al.[22]提出了将“调整硼含量”转换为“相当硼含量”（Equivalent Boron）的策略。“相当硼含量”

是在不同盐度下形成的伊利石的 K2O含量以及“调整硼含量”理论拟合曲线中，固定纵坐标

为 5%K2O时所对应的“调整硼含量”值。不同盐度水体对应了不同的“相当硼含量”值：淡水

（＜200×10-6）、海水（300×10-6~400×10-6）。Walker et al.[22]同时也指出“相当硼含量”方法主

要适用于伊利石为主的沉积物样品，且只能大致定性揭示盐度环境为淡水还是海水。

Adams et al.[23]结合威尔士 Dovey 河口全新世伊利石样品的“相当硼含量”以及沉积物中

有孔虫群落组合反映的盐度范围，建立了平均盐度（S）与“相当硼含量”的直接关系式：

S =0.097 7×Bt-7.043 （9）

但在这项工作中，根据有孔虫群落推断出的盐度范围本身就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另

外由于所分析的样品黏土含量低，“相当硼含量”数据并非来自单个样品，而是对应了一段区

间样品的平均值。这两个因素的存在大大影响了上述盐度计算公式（9）的适用性。

Couch[24]总结了前人关于黏土矿物硼含量与盐度的研究，提出继承自母岩的硼含量、不

同黏土矿物对于硼的吸收能力会影响沉积物的硼含量。为了消除黏土矿物组成对沉积物中硼

含量的差异，Couch[24]对一套富含高岭石的样品展开研究并提出了“高岭石校正硼含量”

（Kaolinite Boron，Bk）的概念。根据伊利石、蒙脱石对硼的吸收能力分别是高岭石的 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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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倍，该校正公式为：

Bk=
B

4Xi+2Xm+Xk
（10）

其中：B是样品测得的硼含量，Xi，Xm，Xk分别代表了伊利石，蒙脱石和高岭石的质量分

数。为了尽可能校正继承自母岩的硼含量，Couch[24]结合古老页岩以及实验室的数据分析

[84-85]，最终提出了“高岭石校正硼含量”与盐度（S）的关系式：

log Bk=1.28×log S+0.11 （11）

该公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该研究中涉及的不同黏土矿物对于硼的吸收能力差异只

是初步的研究，并且在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黏土矿物经历成岩作用还可能会导致 B含量发

生改变，导致黏土矿物记录的 B含量并不能准确反映其沉积时水体 B含量的信息[86]；（2）

黏土矿物的 B含量还会受水体化学（诸如 pH、碱度）的影响，因此地质历史时期水体化学

的波动也可能会影响黏土 B含量指标的有效性[26]；（3）最后关于继承自母岩的硼含量的对

数校正公式也只是基于两个数据点，这导致该校正公式本身就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3.1.2 硼镓比（B/Ga）

除了单独使用 B元素含量，前人研究表明 B/Ga 比也具有指示沉积环境的潜力。Degens

et al.[25]对于石炭纪沉积岩的元素分析结果表明，淡水—半咸水—海水环境过渡时，沉积物

中的 Ga含量是减少的，而 B含量以及伊利石与高岭石矿物之间的比值是增加的。这意味着

淡水沉积物相比于海相沉积物可能具有更高的 Ga含量。海水中较低的 Ga 含量可能是由于

海水的初始生产力水平较高，具有较强的生物颗粒清扫（particle scavenging）作用，造成

Ga从溶液中移除[87]，因此水体的 Ga含量与盐度呈负相关关系[88]。

鉴于 B、Ga元素行为在海水和淡水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26, 83, 88]，B/Ga比（质量比）也

被提出作为古盐度指标用于地质历史时期水体盐度的重建。Chen et al.[89]结合长江三角洲地

区第四纪地层详细的岩相学以及微量元素分析，指出海相地层的 B/Ga 比大于 4，而陆相地

层小于 2.5，并依据地层中 B/Ga 比的变化识别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沉积过程经历的海侵事件。

最近，Wei et al.[26]通过汇编了大量已发表的沉积物的元素含量数据，提出了区分细粒碎屑岩

沉积环境的 B/Ga 比阈值为：淡水（＜3）、半咸水（3~6）以及海水（＞6）。

尽管 B/Ga比作为一种盐度指标已被广泛使用，但是使用过程仍旧需要保持谨慎。例如，

有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海相泥质沉积物比淡水沉积物反而具有更高的平均 Ga含量，这显然会

影响 B/Ga比判断沉积环境的有效性[90]。此外，蓝先洪等[91]统计了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海陆相

样品的 B/Ga 比，发现海相样品 B/Ga 比的阈值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比如美国宾夕法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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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海相样品的 B/Ga比值高达 14.37，而江苏金湖的海相样品 B/Ga 比仅为 2.54~4.49，珠江盆

地第三系海相样品的 B/Ga 比仅大于 0.9。因此，在使用 B/Ga比指标识别盐度环境时需要考

虑研究地区的差异性，否则可能会对沉积环境做出误判。

3.1.3 锶钡比（Sr/Ba）

Sr和 Ba虽然同属于第二主族的碱土金属元素，但二者在不同沉积环境中的行为存在显

著的差异。相比于 Sr，Ba具有更大的离子半径以及更小的水合能，因此其更容易被黏土、

胶体以及有机质吸附，导致进入海洋的 Ba较少；另一方面，Ba在海洋中容易以重晶石（硫

酸钡：BaSO4）的形式移除，使海水中的 Ba含量远低于 Sr含量。受此影响，海相沉积物常

表现出富 Sr贫 Ba的特征，而淡水沉积物则具有富 Ba贫 Sr的特征[27-28]。根据该特征以及结

合已知沉积相环境的样品分析，前人提出了 Sr/Ba 比（质量比）值大于 1 为海相沉积，而

Sr/Ba比值小于 1为陆相沉积的经验判别方法[16, 28, 92]。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该判

别方法与化石沉积记录指示的沉积相环境经常呈现不一致的现象。比如，王益友等[93]对现

代沉积物的分析结果表明，苏北海岸和长江口外的海相沉积物的 Sr/Ba 比小于 1（介于

0.49~0.80）；赵一阳等[94]分析了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南海浅海范围的 286个沉积物样品，

发现其 Sr/Ba比值的平均值仅为 0.56；王爱华[28]测试了现代黄河三角洲地区浅海碎屑沉积物

的 Sr/Ba比为 0.44。

最近，Wei et al.[26]汇编了大量已发表数据，提出了使用 Sr/Ba比值判断沉积环境新的阈

值：Sr/Ba 小于 0.2为淡水环境；Sr/Ba介于 0.2~0.5对应半咸水环境；Sr/Ba大于 0.5为海相

环境。考虑到埋藏成岩过程中 Sr和 Ba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以及碳酸盐岩 Sr对于碎屑沉积物

Sr/Ba 比值的显著影响，Wei et al.[26]同时也指出碎屑沉积物的 Sr/Ba 比值在判别沉积环境时

并非总是奏效。

除了区分盐度环境的 Sr/Ba 比阈值的更新[26]，鉴于沉积物中存在的不同组分，Wang et

al.[27]用分步提取的方法研究沉积物中不同赋存形式（可交换态、碳酸盐态、Fe-Mn 氧化态、

有机还原态、残渣态）的 Sr、Ba 含量以及 Sr/Ba 比值随盐度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碎屑沉

积物中只有可交换态和碳酸盐态的 Sr/Ba比值可以响应沉积物的盐度变化，而使用稀醋酸能

有效地提取碎屑沉积物中的可交换态和碳酸盐态的 Sr和 Ba。Wang et al.[27]使用该提取方法

进一步以长江三角洲沉积物为对象展开分析，并指出醋酸提取的 Sr/Ba比在淡水环境＜1.0，

半咸水环境介于 1.0~3.0，咸水环境介于 3.0~8.0，而海水环境大于 8.0。

上述研究表明，虽然碎屑沉积物 Sr/Ba比值已被广泛用于定性识别海陆相沉积环境，但

是在使用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注意成岩过程 Sr和 Ba发生改造的可能，同时也需要考虑不同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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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形式的 Sr/Ba比对于盐度的响应差异。

3.1.4 硫/总有机碳（S/TOC）

缺氧环境下，微生物可以消耗有机质将硫酸盐还原成 H2S，生成的 H2S 又可以与活性

Fe 反应形成黄铁矿，因此，沉积物中黄铁矿的数量受控于有机质的供给、水体硫酸盐浓度

以及能与 H2S反应的活性 Fe含量[30]。由于淡水相比于海水具有更低的盐度和硫酸盐浓度，

因此较低的硫酸盐含量往往是限制淡水沉积物中黄铁矿形成的关键；相反，海水由于具有较

高的溶解硫酸盐含量，海相沉积物中黄铁矿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控于有机质的供给量。因此，

淡水沉积物中常具有较低的硫含量，且硫含量与有机碳含量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即水体中硫

酸盐的含量是限制黄铁矿形成的主导因素），而海相沉积物的硫含量与有机碳含量则表现出

很好的相关性[29-30]。根据淡水相和海相沉积物中硫含量与有机碳的关系，前人提出 C/S 比值

（有机碳/黄铁矿的硫质量比）可以用于区分沉积环境，其中 C/S 比值大于 10为淡水沉积环

境，而海相沉积环境通常具有较低的（0.5~5）C/S比[30]。

Wei et al.[26]统计了大量已发表文献中的不同盐度水体的硫酸根含量以及在不同水体环

境下形成的沉积物的硫和有机质的含量。结果表明，水体中的硫酸根浓度与盐度具有明显的

正相关关系，同时沉积物中的平均 S含量、平均 S/TOC比值与盐度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并指出淡水沉积物的 S/TOC比值小于 0.1；海相沉积物的 S/TOC比值大于 0.5；半咸水环境

的沉积物的 S/TOC比值介于 0.1~0.5，该划分标准基本与 Berner et al.[30]提出的方案一致。

C/S 比或者 S/TOC 判别方法的核心是基于淡水和海水中硫酸盐浓度的差异，该差异会

影响沉积物中黄铁矿的丰度，因此该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以下限制因素。例如：（1）难以

有效区分半咸水和海水，因为当盐度含量较高时，水体中的溶解硫酸盐含量较高，以至于硫

酸盐含量不再是限制黄铁矿形成数量的条件；（2）不适用于有机碳含量较低（如＜1%）的

样品，因为低有机碳含量时，海陆相沉积岩样品的 S 含量存在交集以至于不能区分；（3）

不适用于纯灰岩样品，因为灰岩样品中较低的 Fe含量，导致了黄铁矿的形成受限于活性 Fe

而非与盐度相关的硫酸盐含量；（4）难以排除地质历史时期海水硫酸盐含量变化的影响，海

水的硫酸盐含量受海洋总体氧化程度的控制，而在地球早期或者显生宙的缺氧事件中，海水

硫酸盐含量可能存在显著降低，从而影响了该指标对盐度的指示[26,30,95]。

3.1.5 铷钾比（Rb/K）

Campbell et al.[31]分析了来自于加拿大中白垩世 Belly River 组的 19 个陆相页岩和

Wapiabi组的 16个海相页岩样品发现了海相页岩 Rb/K比高于陆相页岩的趋势。Campbell et

al.[32]进一步分析了来自泥盆纪和白垩纪不同沉积相的 113个页岩样品的 Rb/K比值（质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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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 Rb/K小于 0.004为淡水环境；介于 0.004~0.006为半咸水环境；大于 0.006为海相沉

积环境的判别标准。该指标建立的核心基础是海水中的 Rb含量（0.12×10-6）显著高于淡水

（0.0013×10-6）[96-97]，同时 Rb和 K具有相似的离子半径[98]以至于 Rb能替代 K进入伊利石

矿物。因此相比于淡水环境，在海水环境沉积的页岩往往具有更高的 Rb/K比值。

尽管存在不少成功使用 Rb/K比值进行古盐度重建的案例[15, 99-100]。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该指标还存在至少两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 Rb和 K都是流体活动性元素，其在沉积

物中的含量受化学风化和变质流体的影响明显，使得 Rb/K 比难以有效反映初始水体盐度

[101-103]；另一方面该指标的建立只是基于有限的海陆相页岩数据，只能大致定性地将沉积环

境区分为海相和陆相，无法反映盐度变化的细节，因此需进一步结合不同沉积环境中形成的

沉积物数据，进行更加广泛和合理的评估。

3.1.6 沉积磷酸盐法（Ca/Ca+Fe）

Nelson[33]采用分步淋洗的方式分析了美国东部 Rappahannock河口和 Chesapeake海湾沉

积物中不同的磷酸盐组分，主要为磷铝石（AlPO4·2H2O）、红磷铁矿（FePO4·2H2O）、羟磷

灰石[Ca10(PO4) 6(OH)2]，并计算了磷酸钙组分的比例（FCa-P=Ca/Ca+Fe）。结合磷酸钙组分的

比例以及盐度值，Nelson[33]建立了沉积物中磷酸钙组分与盐度的关系式：

FCa-P=0.09+0.26×S （12）

FCa-P指的是磷酸钙组分的比例（摩尔比），S代表水体盐度。这种估计盐度的方法被称

为沉积磷酸盐法（Sedimentary Phosphate Method，SPM），其核心在于孔隙水中铁和钙的化

学活性存在差异，具体为：从淡水向海水过渡时，随盐度升高，铁的化学活性降低而钙的化

学活性增强，因此高盐度环境下沉积的磷酸盐中可能会具有更高占比的磷酸钙组分。但是在

后续的研究中，该指标对于区分海陆相沉积环境表现出了矛盾的结果，一些研究利用该方法

成功识别了海陆相沉积环境[91, 104-105]，但另一些研究则发现根据该指标识别的海陆相环境与

基于沉积学、古生物学的认识不符[106-107]。Müller[107]提出样品中碎屑来源的磷酸钙以及湖相

环境中磷酸铁被硫化氢还原成硫酸亚铁的过程均会影响沉积磷酸盐法判别盐度的准确性。

Guber[106]也指出含磷酸钙生物化石的存在会导致样品中磷酸钙组分的比例偏高，造成盐度值

偏高的假象。因此，沉积磷酸盐法在重建古盐度的应用中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

了该指标的适用性。

3.1.7 钠钙比（Na/Ca）

现代海水中含量最高的阳离子是 Na+，因此利用生物成因碳酸盐的 Na 含量作为古盐度

的指标很早就得到了关注[108-110]。然而，针对该指标的系统性模拟实验研究相对滞后，Wit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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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35]在不同盐度条件下进行底栖有孔虫 Ammonia tepida的培育实验，发现有孔虫的 Na/Ca

比值与培养液的盐度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进而提出有孔虫的 Na/Ca比值能作为新的盐度

指标。之后，Geerken et al.[111]对于 Ammonia tepida和 Amphistegina lessonii两种底栖有孔虫

的培育实验结果证实了有孔虫 Na/Ca 比值与盐度的正相关关系，但其发现的 Na/Ca 比与盐

度间的敏感性与Wit et al.[35]的研究结果存在明显差异，暗示了不同种属、光照强度、溶液化

学等其他因素对有孔虫 Na/Ca比值的潜在影响。

Allen et al.[112]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开展了浮游有孔虫的培育实验，元素分析结果表明浮游

有孔虫的 Na/Ca比与盐度的关系存在物种差异性，G.ruber物种的 Na/Ca 比与盐度正相关，

但是 G.sacculifer的 Na/Ca 比与盐度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与此同时，Mezger et al.[113]在红海

地区收集的数据总体表明上述两种浮游有孔虫的 Na/Ca 比与盐度均呈正相关关系，但是

G.sacculifer的 Na/Ca 比在高盐度下略有下降。此外，该研究同时还观察到了温度、碳酸根

浓度对浮游有孔虫 Na/Ca 比的影响。后续的培育实验[114]以及大西洋表层沉积物的取样工作

[115]也再次验证了 G.sacculifer浮游有孔虫的 Na/Ca比与盐度的正相关性。但与底栖有孔虫类

似，浮游有孔虫的研究也显示了 Na/Ca比响应盐度变化的敏感性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有孔虫的 Na/Ca 比与盐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具有重建古水体盐度的潜力，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物种的 Na/Ca 比响应盐度变化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图 5），甚至

相同物种在培养实验和野外取样获得的 Na/Ca 比响应盐度变化的敏感性也并非完全相同[35,

112-113, 115]。此外，有孔虫的 Na/Ca 比可能还受海水钙浓度[116-117]、生长速率[34]等其他因素影

响。因此，在使用有孔虫 Na/Ca比示踪盐度时需要考虑物种差异、培育实验与自然样品的差

异，以及水体 Ca浓度和生长速率的影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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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有孔虫 Na/Ca比与盐度关系

（a）底栖有孔虫，数据来自文献[35, 111]；（b）浮游有孔虫，数据来自文献[112-115]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Na/Ca ratios and salinity in foraminifera

(a) benthic foraminifera, data from references [35, 111]; (b) planktonic foraminifera, data from references [112–115]

3.2 同位素比值

同位素比值主要是根据已知不同盐度条件下形成的沉积物及保存的生物标志物的同位

素组成，以及生物标志物与水溶液之间的同位素分馏系数，建立其与盐度之间的关系式，然

后将该公式用于计算未知样品沉积时的盐度环境。

3.2.1 有孔虫氧同位素（δ18Oforaminifer）

蒸发、降水、大陆与冰川径流、冰的融化及水团的混合等过程对于海水的盐度和氧同位

素组成具有相似的影响机制[118-120]。因此，海水的氧同位素组成通常与盐度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121]，海水的氧同位素组成也经常被用作盐度代用指标[36,122-123]。

基于上述原理进行古盐度重建的典型应用是浮游有孔虫的氧同位素组成（δ18Oforaminifer）。

δ18Oforaminifer主要受控于壳体钙化时水体的温度以及同位素组成[124-125]，因此将浮游有孔虫的

氧同位素组成与独立的温度指标（诸如Mg/Ca比）相结合，可以得到海水的氧同位素组成，

进而计算出盐度值[36-37]。其大致过程为：（1）结合前人已建立的Mg/Ca-SST（Surface Seawater

Temperature，表层海水温度）关系式[126-128]，根据实际研究中有孔虫样品实测的Mg/Ca比算

出表层海水温度；（2）利用 SST 与海水氧同位素之间的经验公式，从有孔虫壳体氧同位素

的测试结果扣除温度的贡献，得到表层海水氧同位素（δ18Osw）[129-130]；（3）由于全球冰量

也会影响海水氧同位素组成[119, 131]，因此地质历史时期全球冰量的贡献需要进一步扣除，计

算出剩余氧同位素（δ18Oresidual）[132-133]；（4）根据海水剩余氧同位素与盐度的相关性直接计

算出盐度[134-137]。

基于有孔虫氧同位素重建古盐度的假设条件是海水氧同位素与盐度的相关性在地质历

史时期稳定不变。然而，Singh et al.[138]汇编了 1987—2009年印度洋北部海水的盐度以及氧

同位素数据，发现孟加拉湾海水的盐度以及氧同位素组成存在显著的时空变化，这对上述假

设提出了挑战。此外，从上述有孔虫氧同位素数据重建古盐度的流程中不难发现，该过程涉

及到多个计算步骤与校正，因此伴随的误差传递也会大大增加古盐度估计的不确定性[134,

139-140]。

3.2.2 硼同位素（δ11Bshale）

硼元素包含两个稳定同位素，分别是 10B和 11B，其在低温水—岩作用过程中会发生显

著分馏，因此不同地质储库的 B同位素组成存在明显差异[141-144]。例如，现代海水的δ11B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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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9.6±0.04‰[145]，淡水的δ11B 值为 17±13‰[143]；与之相对应的是海相蒸发岩的δ11B 值为

27±9.4‰，非海相蒸发岩的δ11B值为-2±8.6‰[143]。因此，基于海水和淡水、海相蒸发岩与非

海相蒸发岩的差异，很多研究提出使用硼同位素组成区分蒸发岩是海相成因还是陆相成因

[146-148]，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进一步估算蒸发岩形成的具体盐度条件。

Wei et al.[38]根据海相（-6.6‰~4.8‰）、非海相黏土（-13‰~-8‰）的矿物的 B同位素组

成差异[149]，结合晚宾夕法尼亚世北美陆间海页岩的 B/Ga比以及δ11B分析，发现页岩 B/Ga

比与δ11B 值（δ11Bshale）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从而提出较低的页岩δ11B 值对应了低盐度环

境，而较高的δ11B 值对应了高盐度环境。鉴于不同 pH 环境下黏土矿物表面电荷的差异，

Wei et al.[38]提出在低 pH环境下 B优先以具有轻 B同位素组成的 B(OH)4-形式进入黏土，而

高 pH环境，B优先以具有重 B同位素组成的 B(OH)3形式进入黏土，因此与高盐度的海相

（pH=8.2）环境相比，在相对低盐度的咸水相（pH＜7）形成的页岩的δ11B值会更小。该研

究通过将页岩的δ11B值与形成环境的 pH、以及盐度条件耦合，指出高盐度环境下形成的页

岩具有更高的δ11B值。需要注意的是，B在溶液中的种型也与 pH有关，在 pH小于 8.5时，

溶液中以 B以 B(OH)3为主，而当 pH大于 8.5时，溶液中以 B以 B(OH)4-为主[150-151]，因此

考虑到 B在不同 pH环境下的种型丰度差异，上述关于不同 pH条件下页岩对于硼的吸附差

异可能只适用于有限的 pH范围内。另一方面，Rugebregt et al.[152]对于印度尼西亚地区 Banda

Sea的水样分析结果表明，海水盐度和 pH条件并无明显的相关性。因此，使用页岩δ11B值

去示踪古盐度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2.3 氢同位素（δDalkenones）

与海水氧同位素类似，海水氢同位素组成也主要受蒸发作用、淡水输入等过程影响，因

此重建海水的氢同位素组成也可能对古盐度进行重建[153]。长链烯酮（Long-chain Alkenones）

氢同位素组成是基于上述原理进行古盐度重建的典型例子。长链烯酮是链长为 C35-C42的、

通常带有 2~4个碳碳不饱和双键的生物标志物[154-156]。已知产生烯酮的类群包括以下三组：

Ⅰ组为未能分离纯化的定鞭藻（Haptophyte），常见于淡水湖中；Ⅱ组包括的物种为 Isochrysis

galbana、Chrysotila lamellosa和 Tisochrysis lutea，常见于半咸水、盐湖以及沿海地区；Ⅲ组

包括 Emiliania huxleyi和 Gephyrocapsa oceanica常见于海相环境中[157-159] 。Schouten et al.[39]

在不同温度和盐度环境下进行了 Emiliania huxleyi和Gephyrocapsa oceanica两种颗石藻的培

育实验，结果表明长链烯酮的氢同位素组成（δDalkenones）、烯酮与水之间的氢同位素分馏系

数（αalkenones-H2O）均与盐度呈正相关，暗示了使用烯酮氢同位素或者烯酮与水之间的氢同位

素分馏系数重建古盐度的潜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该研究也发现烯酮与水之间的氢同位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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馏系数同时会受到生长速率、物种差异的影响。van der Meer et al.[160]对地中海地区爱琴海东

南部的沉积物分析结果表明，烯酮的氢同位素组成在腐泥质沉积开始时期发生了显著降低，

并据此估算了该时期盐度下降幅度可达 6‰，这反映了腐泥质沉积时期广泛的洪泛作用。基

于上述工作，van der Meer et al.[161]进一步对黑海全新世沉积物中的烯酮进行氢同位素分析，

并结合沟鞭藻囊孢的组合共同揭示了过去 3 000年表层海水盐度逐渐降低的趋势。

尽管如此，长链烯酮氢同位素作为古盐度指标同样存在一些问题，部分自然样品的研究

没有观测到烯酮氢同位素分馏与盐度的关系。例如，来自于亚马逊羽流区沉积物的氢同位素

分析结果表明盐度和烯酮与水之间的氢同位素分馏系数（αalkenones-H2O）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

关性[162]。Mitsunaga et al.[163]系统汇编了大量已发表的自然样品、培养实验的氢同位素数据，

进一步指出盐度与αalkenones-H2O的相关性较弱，这可能是因为烯酮与水之间的氢同位素分馏系

数（αalkenones-H2O）不仅受盐度控制，同时还受生长速率、物种差异、温度、光照强度等其他

因素影响[39-40, 164]。这些因素使αalkenones-H2O与盐度之间的相关性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虽

然大量汇编的数据表明烯酮氢同位素（δDalkenones）与盐度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数据

比较离散（图 6），因此根据测试烯酮的氢同位素组成直接定量盐度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163] 。

综上所述，虽然盐度影响沉积物中烯酮的氢同位素组成、烯酮与水体之间的氢同位素分

馏系数，但盐度并非是唯一的控制因素，因此在使用烯酮的氢同位素组成（δDalkenones）、烯

酮与水体之间的氢同位素分馏系数（αalkenones-H2O）示踪盐度时需要校正其他环境参数（诸如

生长速率、物种差异、温度、光照强度等）可能造成的影响。

图 6 烯酮氢同位素信号与盐度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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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烯酮氢同位素组成与盐度的相关性；（b）烯酮与水之间的氢同位素分馏系数与盐度的相关性（培育实验的数据来自[39-40,

164-167]；表层沉积物样品数据来自文献[162-163, 168-169]）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hydrogen isotope signature of alkenones and salinity

(a) Correlation between hydrogen isotope composition of alkenones and salinity; (b) Correlation between hydrogen isotope fractionation

factors of alkenones and salinity (cultivation experiment data from references [39, 40, 164–167]; surface sediment data from references

[162-163, 168-169])

3.3 生物标志物

生物标志物主要是基于已知不同盐度不同特征生物分子化合物的丰度，建立其与盐度的

关系式，然后用于未知样品盐度环境的计算，目前常用的生物标志主要包括长链烯酮 C37:4%

的质量分数、古菌膜脂的 ACE指数。

3.3.1 长链烯酮 C37:4的质量分数（C37:4%）

除了上述使用长链烯酮的氢同位素组成、长链烯酮与水溶液之间的氢同位素分馏系数示

踪古盐度外，学界很早就探究了长链烯酮中具有不同数量的碳碳不饱和双键的丰度对于盐度

条件的响应。Rosell-Melé[41]对北欧海表层沉积物的 C37:4（主链包含 37个 C原子，含有 4个

碳碳不饱和双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温度与营养盐元素对 C37:4 的相对含量[C37:4%=

C37:4/(C37:2+ C37:3 + C37:4)]影响较小，而 C37:4%与盐度之间呈现负相关，暗示更低的盐度对应

更高的 C37:4%值。同时，Rosell-Melé[41]也将该指标用于示踪末次冰消期新仙女木事件的盐度

变化，结果表明新仙女木事件对应了 C37:4%值的上升，并暗示当时盐度可能下降了 1.5‰，

这可能与冰川的融化有关[170]。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随后的自然样品研究也观察到了 C37:4%与盐度之间的负相关性[42,

171-172]，但是不同区域的相关系数以及计算公式存在较大差异（图 7），甚至一些自然样品的

研究发现 C37:4%值与盐度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173-174]。同时，也有研究表明 C37:3烯酮的同分

异构体会影响 C37:4%值的计算，进而使 C37:4%值与湖水盐度的关系复杂化[44]。另一方面，前

人生物培养实验的工作表明Ⅱ组类群中的 Isochrysis galbana、Chrysotila lamellosa、

Isochrysidales物种产生的 C37:4%值与盐度之间的相关性较弱甚至部分呈正相关[175-176] 。

因此，使用长链烯酮 C37:4%值示踪盐度时，需要考虑不同区域之间计算公式的差异性，

同时校正不同因素可能对 C37:4%值的影响，并对产生长链烯酮信号的物种进行评估[175, 177]，

否则该方法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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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长链烯酮 C37:4含量与盐度关系（数据来自文献[41-42, 44, 171-176]）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g-chain alkenone C37:4 content and salinity (data from references [41-42, 44,

171-176])

3.3.2 古菌膜脂化合物（ACE）

古菌在各种自然环境中广泛分布[178-179]，与真核生物、细菌共同组成了生命体的三个域

[180-181]。常见的古菌细胞膜脂化合物主要包括：古菌醇（archaeol）、GDGT-0（caldarchaeol）

以及奇古菌醇（crenarchaeol）[182-184]。其中，archaeol是一种二醚类化合物，caldarchaeol是

一种四醚类化合物。大部分古菌能同时合成 archaeol和 caldarchaeol，而在高盐度环境下古

菌群落的优势种嗜盐广古菌可能只产生或主要产生 archaeol[182, 185-186]。不同的盐度环境下古

菌类群中的相对优势种可能存在差异[187]，根据这一生态学原理，Turich et al.[43]分析了来自

现代不同盐度环境条件下（盐度范围为 0~236 psu）的悬浮颗粒物，通过分析 archaeol 和

caldarchaeol的相对含量建立了 ACE指标与盐度的关系式：

ACE= archaeol A
archaeol A +caldarchaeol(C)

×100 （13）

ACE=0.385×salinity-9.675 （14）

为了探究 ACE 指标在示踪地质历史古盐度的适用性，Turich et al.[43]还将该指标用于墨西拿

盐度危机（Messinian Salinity Crisis）这一地球上最大的蒸发岩沉积事件之一[188-189]。结果表

明，ACE 指标重建的盐度与预期的结果非常一致：初始为半咸水—正常海相，随后盐度达

到现代海水的 4倍对应了石膏的析出。此外，ACE 指标与盐度的相关性在陆相湖泊中也得

到了验证[44-46]。

然而，ACE指标的适用性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一方面，诸多研究均表明 ACE指标在

预
    

  出
    

  版



沉 积 学 报

低盐度环境条件下的响应不够敏感[43-46]。另一方面，一些非嗜盐古菌会对 ACE指标产生干

扰，诸如底栖古菌也可能产生 caldarchaeol，从而导致 ACE指标偏低；而产甲烷古菌可能会

产生较高含量的 archaeol，导致 ACE偏大[43, 46]。因此，比较保守的方式是使用 ACE指标大

致定性地区分盐度环境：ACE＜1，盐度低于 25 psu；ACE＜10，盐度低于 50 psu；ACE＞

40，盐度大于 75 psu[43]。未来，随着更多精细的工作开展（包括实验室的不同盐度的培养实

验、更多地质样品的分析），ACE指标在精确示踪盐度方面将有巨大潜力。同时，ACE指标

与其他盐度指标联用，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指标的优缺点，也有助于更准确地重建盐度变化历

史[44]。

4 古盐度指标评述及展望

上述古盐度指标在沉积环境演化研究中具有重要指示意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指

标均属于间接性指标，在实际应用中均存在一定的具有局限性和多解性（表 2）。首先，B/Ga、

Sr/Ba、S/TOC、Rb/K比、δ11Bshale以及 ACE 等指标只是通过经验阈值将水体环境大致区分

为海相、半咸水相以及陆相，但经验阈值经常存在地区差异性，因此其准确性会受统计数据

量的影响。并且，该方法对于沉积环境的划分非常粗略，以至于无法对盐度环境进行精细对

比。其次，B含量、Ca/Ca+Fe、Na/Ca、C37:4%、δ18Oforaminifer、δDalkenones，以及αalkenones-H2O等

指标尝试建立了盐度计算的经验公式，但这些计算公式的建立通常是基于有限的数据点，这

使得经验公式的广泛适用性存疑。大量研究已经表明，这些经验公式的应用显著受到区域、

物种差异性以及环境参数的影响，因此尽管其能实现盐度值的定量计算，但计算结果的不确

定性仍然非常大。最后，在地球演化历史的不同阶段，海洋化学组成具有显著的差异，如前

寒武的海洋具有富铁贫硫酸盐的特征，显生宙的海洋则相反[190-192]，海洋化学组成的演化可

能导致部分指标（如 S/TOC）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因此，在现有古盐度指标基础上，重建

古盐度环境常用的、保守的方式是多指标联用形成指纹性方法，该策略能在一定程度上可规

避单一指标重建盐度时存在的不确定性甚至失效性问题。

然而，为了更准确地、定量地重建古盐度，未来研究需致力于开发更加直接有效的、诊

断性的新指标。根据盐度定义的核心是指水体中的溶解盐含量，因此，理想的盐度指标应该

是直接重建溶解盐或者溶解盐中最主要成分（如钠离子和氯离子）的含量。然而遗憾的是，

当前盐度指标大多是致力于寻求微量元素，或者同位素与盐度的间接关系，这增加了当前盐

度指标的不确定性。虽然有孔虫 Na/Ca比指标试图关注钠含量，但是目前研究表明生物成因

碳酸盐岩的物种效应以及生长过程的环境因素导致了有孔虫 Na/Ca比与盐度的关系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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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物成因碳酸盐岩，无机碳酸盐岩的合成实验结果初步表明，无机碳酸盐岩的 Na、Cl

含量能够响应水体 Na、Cl浓度（与盐度直接相关）的变化[193-194]（图 8）。然而，无机碳酸

盐岩中的元素丰度除了受控于水体元素的浓度，可能还会受不同环境参数（诸如 pH、温度、

沉淀速率）等影响。因此，为了进一步评估无机碳酸盐岩 Na、Cl含量作为古盐度直接指标

的潜力，后续需要在实验室开展碳酸盐岩合成实验以充分研究不同环境条件下沉淀的碳酸盐

岩中 Na、Cl元素的行为。

图 8 无机碳酸盐中的元素含量与溶液元素含量的对应关系

（a）钠元素；（b）氯元素（数据来自文献[193-194]）

Fig.8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ment contents in inorganic carbonates and those in solution

(a) sodium; (b) chlorine (data from references [193-194])

表 2 不同盐度指标的适用性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applicability of different salinity indicators

元素丰度及比值 指标适用性 主要参考文献

硼元素含量

相当硼含量：只适用于伊利石为主的沉积物样品，只能定性区分海相或淡水相 [21-23, 83]

校正硼含量：适用于黏土矿物成分复杂的沉积物样品，虽然计算公式能定量古

盐度，但是不同黏土矿物对硼的吸收能力差异，以及继承自母岩的硼含量会影

响计算的准确性

[24]

硼镓比（B/Ga）

适用于泥页岩样品，能大致区分海相—半咸水—淡水相沉积物；但是不同地区

的阈值存在差异

[25-26,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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锶钡比（Sr/Ba）

适用于泥页岩样品，能大致区分海相—半咸水—淡水相沉积物，但是区分阈值

存在多解性；不同赋存形式的 Sr 和 Ba、成岩作用可能会影响该指标的有效性

[16, 26-28]

硫/总有机碳（S/TOC）

适用于泥页岩沉积物样品，能大致区分海相—半咸水—淡水相沉积物，不能识

别出半咸水环境；不适用于低有机碳含量样品以及灰岩等低 Fe含量样品，受

海洋化学演化影响较大

[26, 29-30]

铷钾比（Rb/K）

适用于泥页岩沉积物样品，能大致区分海相—半咸水—淡水相沉积物，容易受

化学风化和变质流体影响

[31-32, 101-102]

沉积磷酸盐法（Ca/Ca+Fe）

适用于泥页岩沉积物样品，根据经验公式能计算出具体盐度值，但是碎屑来源

的磷酸钙、磷酸铁被硫化氢还原成硫酸亚铁均会影响该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33, 106-107]

钠钙比（Na/Ca）

适用于有孔虫样品，根据经验公式能计算出具体盐度值，但是需要考虑物种差

异、环境参数（诸如光照强度、水体钙浓度、生长速率）的影响

[34-35, 112]

同位素比值 指标适用性 主要参考文献

氧同位素（δ18Oforaminifer）

适用于有孔虫样品，根据经验公式能计算出具体盐度值；盐度与海水氧同位素

关系的时空变化，以及计算过程的误差传递给最终结果造成较大不确定性

[36-37, 139-140]

硼同位（δ11Bshale）

适用于泥页岩沉积物样品，有可能大致指示海相—半咸水相沉积环境，但该判

别可能只适用于特定有限 pH范围下形成的沉积物

[38]

氢同位素（δDalkenones）

适用于含烯酮的沉积物样品，虽然根据经验公式可以计算出盐度值，使用过程

需要校正生长速率、物种差异、温度、光照强度等影响

[39-40, 163]

生物标志物 指标适用性 主要参考文献

长链烯酮C37:4的质量分数

适用于含烯酮的沉积物样品，根据经验公式可以计算出盐度值，使用过程要考

虑物种、区域差异的影响

[41-42, 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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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菌膜脂化合物（ACE）

适用于含古菌膜脂化合物的沉积物样品，虽然根据经验公式可以计算出盐度

值，但由于其他古菌产生二醚类和四醚类化合物的影响，比较保守的方式是使

用该指标定性指示盐度环境

[43-46]

5 结论

古盐度重建对于理解地质环境和生命演化、生态系统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

通过分析已知海陆相或盐度环境的样品建立盐度的经验计算公式或经验阈值，学界提出了包

括元素丰度及元素比值、同位素比值、生物标志物等一系列古盐度重建指标。然而，当前这

些古盐度指标基本属于间接的、定性的指标，其适用性受到汇编数据量、区域与物种差异性

及其他环境参数的影响，多数仅能将盐度环境划分为海相、半咸水相以及陆相；部分指标虽

然能计算出具体盐度值，但是其结果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因此，就目前而言，采用多指标

联用的方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于盐度环境的准确评估，但难以实现盐度的精准定量重建。

本研究认为，Na 和 Cl 作为盐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通过系统研究无机碳酸盐岩结合态

Na和 Cl元素的行为，有望为古盐度定量重建提供新的直接指标，从而促进对古海水盐度演

化的准确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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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gnificance] Salinity is a fundamental physical parameter of seawater. Variations in salinity lead to

changes in seawater density, dissolved oxygen content, saturation vapor pressure and osmotic pressure, all of

which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ecosystem diversity and ocean circulation patterns. Consequent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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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paleosalinity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ge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the biological evolution

process. [Progress] This study begin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salinity definitions, followed by an

introduc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salinity in ge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biological evolution. It then focuses on

a critical review of various paleosalinity proxies, including their establishment processes and applicability.

[Conclusions and Prospects] Present paleosalinity indicators are mainly indirect, since they are influenced by

numerous parameters apart from salinity itself (e.g., growth rates, temperature, light intensity and species

differences). The empirical thresholds used to infer salinity environments also vary regionally, and their accuracy

is further affected by the amount of available statistical data. Therefor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while

present-day paleosalinity proxies are helpful for qualitative assessment of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s, they remain

inadequate for providing quantitative salinity values. We propose that inorganic carbonate-associated sodium (Na)

or chlorine (Cl) have the potential to serve as direct, quantitative paleosalinity proxies, and that such novel proxies

w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ecision of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interpretation and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seawater salinity evolution.

Key words: Paleosalinity proxy; elemental abundance and elemental ratios; isotopic ratios; biomarkers; ge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biologic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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